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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根”与“翻身”: 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
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韩福国 宋道雷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

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

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

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

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

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

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

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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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onggen(RootsofPoverty)andFanshen(EconomicRevival):AStudyonthe
ReproductiveMechanismofRuralElitesaftertheSecondRuralReform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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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PublicAffairs,Fudan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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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thesecondruralreforminthe1980􀆳s,theruraleconomicreform,market
economyandurbanizationexertedanimportanteffectonthereproductionstructureofChina􀆳s
ruralelites.OurstudiesofVillageA,VillageBandVillageHinShandongProvinceofChina
demonstrateonecharacteristicoftheregenerativeorthereproductivemechanismoftheruralelite
afterreformandopeningup.The″NewRuralElite″(cultivatedby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after1949)andthe″TraditionalRuralElite″(theruralelitebefore1949)haveexperienced



enormouschanges.Thecontinuationofgenerationsexemplifiestheendogenouschangeofthe
contemporaryruralstructure.Onelongitudinalstudyshowsthatthe″NewRuralElite″andtheir
descendantsbrokethe″QionggenCurse,″orthepovertycurse,whilethe″TraditionalRuralElite″
andtheirdescendantshaveachievedFanshen,oreconomicrevival.Thecontemporaryruralsocial
structurehasbeenreshapedbythenewgenerationofthetwoelites.Theformerreliesonthe
resources,chieflythepoliticalpower,ofthepoliticalsystem,andtheeconomicresourcesofother
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Theirgenerationalsuccessionisthenrealizedbyturningthese
resourcesintoeconomicsupport.Thelatter,ontheotherhand,reliesontherediscoveryof
culturalandeconomicresources.Duringthisprocessofrevival,″verbalinstruction,″i.e.family
teachingbypersonalexampleandverbalinstruction,isthemainrecessivemechanismtopasson
theircharacteristics,althoughthe″dominant″economicandpowerresourcesplayanimportant
role.Theverbalinstructionisessentialforthetraditionalelitetoincreasetheirdescendants􀆳
humancapitalandacquireneweconomicresourcesandsocialcapital,andtoeventuallyacquire
culturalresourcestoachieveanon-agriculturalsocialidentity.Withthedevelopmentofthe
marketeconomyandtherapidurbanization,thetwogroupsofelitesarenowrelyingonthesame
culturalresourceseducationalopportunitiesfortheirchildrentoachieveanurbanidentity,no
matterwhethertheirtraditionalreproductionhasbeenachieved withpoliticalresourcesor
culturalcapitalaccumulation.Inaddition,theruralmarginalpopulationmayresorttoviolenceto
acquireresourcesandbecomethe″quasi-elite,″whichimpactstheruralelitestructure,but
furtherstudyisneededtotracktheirreproductivemechanism.Thisresearchtriestobringup
someopentopicsintheprocessofChina􀆳surbanization:Willthegenerativeandregenerative
mechanismsofthecontemporaryruralelitechangeinthefuture? Willtheysucceedinachieving
non-agriculturalidentities? Thesearethecrucialissuesforruralgovernanceandsupply-related
policiesinthefuture.
Keywords:ruralelite;traditionalruralelite;newruralelite;reproductivemechanism;power

resources;verbalinstruction;Chineseruralsocialstructure;ruralreform

一、“穷根”与“翻身”的乡村精英再生产

自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几次重大变革,每次都引起了乡

村精英结构的巨大变迁,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变革时间相对较短且幅度剧烈,对农村的影响十分

突出。
第一次变革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土地革命,它几乎彻底改变了传统农村社会的运

行逻辑:传统乡村精英一夜之间从精英行列中消失,多数人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他们在乡村中的精

英位置因伴随着土地革命进行的政治革命而让位于“新贵精英”。新的精英被录用到农村治理结构

中成为农村“新贵”,他们多是传统农村的边缘群体或底层村民。第二次变革则发生在20世纪80
年代,表现为农村经济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推行对“精英再生产结构”产生了新的影响。

不同于现代城市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有基本平等的表达空间,乡村社会的运行具有一定的“差序

格局”,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的变迁,基层乡村社会的“格局”具有了更多的平等性,
但能否在公开场合对一些议题发言进而影响他人,仍然体现出“话语权”的差异。这里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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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基层社会中对某些人约定俗成的社会地位判断,即在基层邻里社区生活中,一些人具有对人

际关系调停的权威,以及对基层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因此可以在公开场合发言并形成一种影响或决

断。费孝通和张仲礼对传统乡绅及杜赞奇对“乡村经纪人”的界定中,一个核心的行动特征就是这

些人具有“话语权”,这是乡村精英的一个典型的外在特征[13]。因此,本文界定的“乡村精英”群体

是指在知识、经济、政治(国家的或者传统的家族意义)上拥有“话语权”的人群,例如乡村士绅、家族

长老、里甲保长、村干部、地主,甚至由“二流子(二杆子)”转变而成的“说事者”也可以算在此列。
同时,本文界定乡村精英的代际关系是为了观察他们的转化结构,并不是严格按照年龄来区分

代际,因此,“传统精英”和“新贵精英”、“第三代”不仅仅是精英之间的年龄关系,更是其在乡村空间

中产生的时间序列意义,所以传统精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前的精英,新贵精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后的精英,第三代则通指他们各自的后代。
按照这一界定,在对山东比较典型的村庄进行深度的嵌入式调查后发现,在两次变革后的当下农

村精英中存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传统精英及其后代通过代际复兴,实现了“翻身”;而新贵精英及其

后代则维系了其精英位阶,似乎摆脱了“穷根”的诅咒;同时,一批凭借暴力获取资源的新生“边缘群

体”也获得了在第三代精英结构中的“准精英”身份。与相关研究可相互参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乡

村精英的再生产机制是如何呈现的? 他们转换的核心社会资源是什么? 具体机制如何构成?
本文调查的村庄居于鲁中山区,以历史悠久的A村为主,同时调查了相邻的两个村庄,以检验

观察到的结果。选择的村庄案例是研究者长期生活其中的村庄,因此进行嵌入式的观察和访谈比

较方便,同时也有利于跨时段观察。该区域临近城市,对当下中国的诸多社会影响因素的呈现也较

为集中。笔者期望通过这一样本的变迁,比较其他研究者的发现,观察上述问题背后的共同逻辑,
以揭示当下中国农村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变迁的一个结构性因素。

二、乡村精英的理论回溯与评述

对于乡村精英的研究,人们一直比较关注中国乡村精英的结构及其变迁趋势,这构成了一个内

在的脉络和主线,但研究层次和视角却在不断深化。

(一)中国传统乡村精英的分析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精英结构(皇权 绅权)是一个核心点[1],乡村传统精英群体的经济收

入、地位、身份、职责、作用与乡村经济和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4]。杜赞奇利用满铁调查材料解

释了20世纪初期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乡村精英出现了从“保护型经纪”到“营利型经

纪”的变化[3]。在国家权力内卷化过程中,精英发生了新的变迁,即传统士绅阶层的没落与土豪劣

绅的新统治[56]。这些研究构成了当下中国乡村精英研究的基础背景,但多是从宏观层面对传统

社会的精英群体进行的分析。

(二)现代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范式

后社会主义的“精英循环”现象一直是学术热点,它与整体性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形成一个相

互印证的领域。Szelényi发现,在后共产主义的匈牙利家庭农场经营中,获得成功的群体大部分是

在共产主义革命(20世纪40年代)中被剥夺利益的群体的后裔,即“精英循环”现象[78]。《理论与

社会》杂志于1995年特意邀请包括Szelényi在内的七位学者,以“东欧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的精英循

环与再生产”为主题进行了专题研究[8]。
在土地承包制及市场经济变革之后,中国乡村精英研究更注重大背景之下的精英细化结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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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们分为不同类型,不再满足于将其视为一个笼统的整体。对乡村精英群体的类型划分通常以

影响力来源为标准,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学者以此为基础对其内部结构与替代过

程进行研究①。在乡村精英替代过程中,国家政治力量、文化与现实环境在其录用、身份更替中占

据重要地位②;无论是内部自生因素,还是外部嵌入因素,抑或较重要的宗族因素,都构成乡村精英

结构的影响因子。

1.制度与结构主义的精英变迁研究

对中国农村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精英研究可划分为两种视角:制度主义与结构主义。制度

主义的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后的争论大致可归纳为三类:市场转型理论、产权转型理论、政治和经济

的双重转型理论[9]。这些转型理论无论立场如何,均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即市场发育程度与社会分

层秩序之间的关系[10]。

Nee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中央计划征集与分配产品的性质所决定的大背景)无法

解释中国农村的精英变迁,中国农村的精英变迁需要一种“市场转型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过程中,协同再分配向市场转型,权力从拥有特权的再分配者向直接生产者转移,由此,以往拥有特

权的等级性的乡村精英逐渐走向式微,而那些具备企业家精神并能够利用私有市场的人开始获得

精英地位[11]。因此,农村私营企业主凭借社会资本与体制优势更能取得成功,从而在精英位阶上

占有一定地位③。

Walder从经济结构的维度提出修正。他认为,从计划到市场的制度转变与权力和收入的分配之

间并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真正决定乡村精英变迁的是各种结构,即对资产分配的控制权,不同类型

企业的进入门槛,废除计划经济的政治规则,不同经济部门的增长率,以及影响价格与以上诸要素的

国家政策[12]。
而毛丹对现代“乡村共同体”在新的社会条件中的变迁进行了一个全景式的概括,认为村庄正

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即经济共同体转型、治理共同体

转型、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并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市场等诸要素对乡村变迁的影响[13]。
乡村共同体的变迁构成了乡村精英转化的社会背景和平台。

2.现代选举对乡村精英结构的改变

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的选举对现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塑造产生一定的影响。农村政治精英在一

定程度上是“行政吸纳政治”的村干部体制的结果④,而“干部权力转换延迟效应”在这类精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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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载《齐鲁学刊》2002年第5期,第119 125页。
参见杨善华《家庭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以河北某县郄家庄为例》,转引自俞弘强《中
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述评———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者相关成果的考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第5期,第159 161页。
相关研究请参见徐勇《由能人到法治: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以若干个案为例兼析能人政治现象》,载《华中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1 8页;贺雪峰《农村精英与中国乡村治理》,见[日]田原史起编《日本视

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序言,(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 8页;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

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第31 46页;卢福营《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

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第55 63页;李路路《私营企

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34 146页;杨善华、苏红《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
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17 24页。
相关研究请参见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周飞舟《村干部和村集体》,见杨

善华、王思斌编《社会转型: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7 92页;王荣武、王思

斌《乡村干部之间的交往结构分析———河南省一乡三村调查》,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3期,第25 34页。



中起着重要作用[14]。在基层选举中,通过制度化流程,村民可以通过选票影响村干部,减少村庄行

政支出份额,从而达到强化对村庄内部村委会问责的效果①。选举起到一种“回归”的作用,它使

“第三种力量”(“衣锦还乡”者、在外不得志者、有抱负的大学生)在民主选举的号召下纷纷还乡,成
为乡村精英新的组成部分。但他们成为精英的过程并不能离开乡土结构———人情票的影响②,其
中传统乡村宗族结构在选举中也对精英结构产生着极大的冲击与影响③。

3.文化代际传承的视角

以上两种视角的“强结构主义,弱行动者”倾向往往会过多地强调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忽视文化

的能动性。基于“机会流动论”,吴晓刚与吴愈晓从文化资本的视角透视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认为

新贵精英比传统精英更容易实现精英再生产,且两者的精英再生产路径也不尽相同[1516]。同时,
吴愈晓以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为书样,提出“精英文化的

代际传承”观点:第一,“旧式精英”(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新中国成立后

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开放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概率都比较高;
第二,在不同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17]。同时,在农村政治精英转变的问题上,性
别差异依旧显著[18]。

郑辉与李路路认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
精英排他机制是通过给予精英与非精英的子女截然不同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实现的,而精英代

际转化机制则是指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通过上述两种机制,不
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19]。

(三)研究评述与问题界定

综上所述,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范式呈现出诸多特征:第一,经历了从宏观制度到中观阶层和

文化维度的过渡;第二,呈现逐步实证量化研究的特点;第三,不再将乡村精英看作静态的结构分

化,而是进行类型变迁的描述。这些研究路径在不断细化,然而无论宏观、微观,还是实证量化研

究,都侧重于“面”的整体描述与解释,较少对乡村精英生产与再生产的内部机制进行分析。作为精

英资源的文化机制如何在再生产中呈现出来,也缺少具体的细节补足。
笔者从微观角度切入,以长期嵌入式参与观察和集中深度访谈的方式,在对大量一手采访材料

和研究对象的村委会现存资料档案整理的基础上,透视一个典型村庄的精英再生产机制,观察在市

场经济发展影响比较显著的区域,乡村精英代际延续的可能的内在结构变迁。

三、贫穷扎根问题:新贵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

笔者调研的A村有1442口人,土地1872亩,位于鲁中山区,淄河北岸,北高南低,是典型的

北方小山村。同时参照调查了该村西北角的B村(它与A村较近,远看似浑然一村),以及西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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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相关研究请参见王淑娜、姚洋《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来自8省48村的证据》,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期,第121 130页;沈艳、姚洋《村庄选举和收入分配———来自8省48村的证据》,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4
期,第97 114页;王汉生、杨善华《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相关研究请参见王林、孙公麟《中国新农村选举政治中的精英分化与制度回归》,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
第132 136页;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载《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61 69页;宋
丽娜《选举动员与农民的“人情票”———对于中国式民主政治性质的经验阐释》,2010年11月30日,http://www.
aisixiang.com/data/37536.html,2013年12月2日。
相关研究请参见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载《社会学研

究》2000年第3期,第101 108页;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H村。囿于文章篇幅限制,许多档案资料的整理和访谈资料不一一列举。

A村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在公社运动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

后,该村两类精英群体的变化比较明显:第一类是新贵精英及其后代;第二类是传统精英及其后代。
在以国家权力放松控制为主要特征的大背景下,传统乡村精英与新贵精英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

村经济改革中各自进行着第三代精英再生产,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那些被国家权力所“剔除”出
精英行列的传统精英及其后代重新获得了精英地位,形成所谓的“翻身”现象①;那些被国家权力录

用的新贵精英及其大部分后代继续保持着精英地位,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穷根”的诅咒。两类

精英通过各自不同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建构了现代乡村精英结构。一般村民则较难进入乡村精英

行列,因而当地村民称之为“穷根”,即“贫穷是会代代扎根的”。

(一)新贵精英的“崛起”机制

A村新贵精英生产机制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通过掌握农村治理权力,使自身及其近支亲属进

入与村庄公共治理相关的领域,从而谋得福利[20],可以说,这类精英是通过历史特定时期的阶级划

分积累了“第一桶金”。

A村第一任书记孙纪澄及其近支便是通过这种方式跻身于村庄精英行列的。孙纪澄在阶级

划分的时候被划分为十分纯正的“贫农”,又因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很早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
以成为A村第一任村支书。而孙纪澄的近支亲属孙纪炳②的情况则据村民说:“孙纪炳家那个时候

穷啊,他爹早死了,只剩下他妈和他,家里是破草屋,没饭吃,没衣裳穿。但你看人家现在,家里有

钱,儿子给镇长做秘书,还抱上了孙子。多好啊!”③

显然仅具备阶级成分还不足以使某一个人成为村干部,他也必须具有一定的个人基础。首先

是敏锐的政治观察能力。孙纪澄在1951年成为A村第一任书记,不仅是因为阶级成分纯正,更重

要的是其政治敏锐性较强。据村中与其年纪相近者回忆,此人在共产党刚开始主政村中事务的时

候,就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将决定村庄命运。在其他人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就提出入党申请,成为村

中同辈份中第一个入党的年轻人。他对村中的大小事务都积极参与,尤其是在与党相关的事务上,
参与积极性很高。其次是具有较强的个人能力。孙纪澄有较好的口才,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所以

能够打败竞争者而成为村中第一任书记,并连续担任此职务达八年之久,完成了向新贵精英转化的

最重要一步。孙纪炳则具有非凡的处事与判断能力,虽然话不多,但话能切中要害④,能比较圆融

地帮村民解决纠纷。他在处理村民纠纷时,不仅不明哲保身,敢于参与处理,而且能客观公正地既

主持公道,还能为双方留足情面;在处理村际纠纷时,能照顾好A村村民利益,所以能够赢得A村

村民的交口称赞。
此后,在他的“培养”下,直系子女以及一些近支亲族开始成为该村的“精英人士”。例如其二儿

子孙赵产在1987—1990年间担任村主任;三儿子孙赵县本是村小学教师,现已调任区小学任教;四
儿子孙赵据本是村卫生所医生,现已将村卫生所转化为其私人经营,原先的两名医生同事现在则成

为雇员。
农村家庭、家族的资源配置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性质[21]。孙纪澄就像一棵大树,提升了自

己近支亲族在村庄中的地位,为实现精英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孙纪炳便是在其直接干预下,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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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对“翻身”的研究,可参见[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孙纪炳是孙纪澄的近支亲族,按照农村“五服”(一服便是一代)划分的习俗,两人具有同一祖父,在“三服”内。
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7月25日对A村孙姓村民的访谈记录。
这是笔者与孙纪炳多次接触所得到的观感,同时,许多村民也提到了他的这一特点。



成为村中最具权力与威望的精英。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近三十岁,这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侍从主

义”(clientelism)的政治特征[22]。孙纪澄对孙纪炳的提拔是不遗余力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
就将其安排在村生产队中做事。1996年,又帮他成为村主任及村支书。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农村,“贫穷”一度成了新的政治资本[23]27。共产党的干部录用

基本上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而阶级成分的纯正性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所以,被划分为“贫
雇农”的村民成为村干部录用的主要对象群体。传统精英则与政治领域基本绝缘,许多以前一无所

有的贫农阶层一跃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者。其中,乡村中的公共权力的转换成为新贵精英的

主要资源,这在案例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出来。同时,相关研究也发现,不少乡村新贵精英借助成为

“村干部”而改变了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①。A村历任村支书及其精英属性统计见表1:

表1 A村历任村支书及其精英属性统计表

时间  人物 精英类型 凭借的主要资源

1951—1959年 孙纪澄 新贵精英  权力

1960—1964年 丁仪章 新贵精英  权力

1965—1978年 孙归川 新贵精英  权力

1978—1995年11月 宋佐华 新贵精英  权力

1995年11月—2000年11月 孙纪炳 新贵精英  权力+经济

2000年11月—2008年11月 李友求(代理) 新贵精英  权力+经济

2008年11月—2012年11月 孙纪炳 新贵精英  权力+经济

2012年11月至今 宋奔衢 新贵精英  权力+经济

  资料来源:研究者对A村村委会档案资料的整理,空缺的档案时间点是根据对多人的访谈资料整理补足的。

(二)摆脱“穷根”:新贵精英实现再生产

在新贵精英的再生产机制中,经济收入、文化资源以及权力拥有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孙纪

澄身为A村第一任村支书,拥有在村庄中协助政府进行“征购提留”的权力,还有一定的村干部补

贴②。然而,他不再仅仅依靠政治权力资源,因为政治权力资源是有任期限制的,而且其公共属性

无法令任何人长期占为私有。他不再仅仅将眼光局限于农村,而是积极地将后代推往城市,使他们

实现非农职业化。所以,他将通过权力获得的经济资源投入到教育领域,使这些资源在其后代身上

转化为文化资源,凭借文化资本进入城市。
新贵精英通过人际关系的协调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村庄小共同体的封闭

环境所带来的保守意识,而且在工作中更能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基于管理公共事务中所积累的

对知识重要性的认知,他们十分重视为下一代提升文化资本,这是天天“与黄土地打交道”的纯粹农

业劳动者所缺乏的。孙纪澄不惜花重金培养两个孩子获得专科教育文凭(20世纪70—80年代,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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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于建嵘从抗争事件的角度揭示了这一过程,参见《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 H 县调查》,载《战略与管理》

2003年第3期;《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

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同时,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结论。例如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

法抗争》,载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 18页;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

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

法”到“摆平理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目前政府对他的补贴达到2000元/月,这在农村可是一笔不低的收入。



科教育的花费大概要一年100元左右,这对一个小山村的村民来讲是一大笔钱),从而使三子成为

小学教师,四子成为职业医生,实现了“旱涝保收”(村民对“吃皇粮”人员的形象说法)。
新贵精英的后代具有不同于前辈的特征:首先,他们通过文化资源积累了经济资源,而非直接

利用权力资源。其次,受到第一代的熏陶,他们深知权力资源的重要性,也凭借自身的优势积极争

取权力资源。孙纪澄的小儿媳妇积极竞选村妇女主任一职,并成功赢得一届选举。
同时,他们深知各种资源之间互融与交换的重要性。A村新贵精英“孙子辈”(第三代新贵精

英)几乎完全得益于文化资源的助力。孙氏的后代中除小儿子的子女尚小外,大儿子的两个子女都

已经接受大学教育;二儿子的女儿在山东青岛一家公司从事白领工作;三儿子的独子大学毕业后,
应其父亲要求考取湖北省公务员①。孙氏的第三代孙辈完成了从农村村民向城市居民的蜕变,实
现了第三代的非农职业化的身份转变。

因而,该村新贵精英的家庭经历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及文化资源的交融互换。第一代新贵精

英凭借自身的能力与政治敏锐性、积极性,依赖权力资源,积累了自身的财富,实现了自身从农村社

会结构的底层到顶层精英的转变。同时,他们在村庄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提升了自身的识见、
知识水平与知识意识。孙纪澄的小儿子说:“我爸经常在饭间对我们兄弟说:‘要想出人头地,就得

长出息,好生(好)读书。’他很支持我们读书,这就是我跟我三哥是我们村最早去读专科的原因。现

在看来,我爸的说法是对的。”②

为新贵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提供佐证的,还有A村的丁仪章。他们与孙氏三代之间具有

大致的相似性。与孙氏的不同在于,丁氏第一代是通过服兵役获取自己的“第一桶”政治资本的。
丁氏三代之间相对比较简单,所利用的资源交融互换相对单一:第一代直接通过权力资源将自己的

儿子推荐到外区的工矿企业就业,从而转换为工人,呈现典型的时代特征。相同的是,到第三代的

时候,丁氏像孙氏一样,都将权力资源与经济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源。丁氏的第三代子女中,其中之

一通过服兵役入军校学习,现在在北京某部门工作;另外一个考上山东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

大学),被选拔为国防生,现在湛江服役。
孙氏和丁氏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将经济资源转换为以文化资源为主,培养自己的子女脱

离农业劳动。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传统精英的再生产机制趋同,都积极使第三代接受教育,提升文

化资本的含量,实现第三代的非农职业化的身份转变。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观察,该村新贵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基本上是采取此类路径,这是中国

乡村政治转变大背景下的一个典型体现。中国“村干部”通过体制内的招工、推荐工农兵学员、入
党,甚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传承等途径,在土地改革后逐步实现精英的代际再生产。

(三)打破与延续“穷根”的诅咒

“穷根”的诅咒在产生出新贵精英的特定底层村民身上,被以阶级为干部选拔标准的乡村政治

运动所破除:借助村庄公权力,他们在精英的位阶上成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受益群体。通过

第三代精英的再生产,新贵精英努力打破“穷根”的诅咒,实现了自身的精英化,他们的下一代也基

本成功地实现了精英的再生产。
从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性结构观察,中国共产党通过乡村治理权力的转移将延续几千年的

传统精英再生产机制破除,因此,权力的转移使得一部分村民的“穷根”被“拔起”,使“贫穷”无法在

他们身上扎根。然而,“穷根”诅咒的破除并不具有普遍效应,那些没有被政治标准所录用的底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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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7月25日对A村孙赵县(孙纪澄的三子)的访谈记录。
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7月25日对A村孙赵据(孙纪澄的四子)的访谈记录。



民依然难以摆脱“穷根”诅咒的缠绕。

四、“翻身”:传统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

本研究所调查的三个村庄由于是规模较小的山村,承载的传统精英数量较少。据调查,三个村

庄的传统精英一般是以家族结构出现的:A村宋氏家族、B村王氏家族以及 H村孔氏家族。A村

宋氏家族中的宋槐被划分为富农,宋锡、宋茂为上中农,王明为上中农;B村的王新、王普、王亮、王
圈、王言等近支家族被划分为上中农;H村的孔同、孔春被划分为上中农。

(一)传统精英的际遇

传统精英在传统社会占据一定的地位,是乡村秩序的维系者与治理的主体力量。1947年7月

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之后,各解放区进行了激烈的土改与整党的大规模运动,使他们彻底让位于

“新贵精英”①,当时阶级斗争的话语系统重塑了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政府依据土地与财产将农

村阶级结构重新厘定[24]。对传统精英的权力资源的剥夺不仅是精英地位,而且还涉及他们的家人

与子女。他们不仅不被本村外族所接纳,而且不被本族所容纳。宋胜洲回忆道:“那个时候成分不

好,我们出去不敢讲话。别人能讲的话,我们就不能讲。只能顺着墙根走,抬不起头来。”他家里的

田园土地被分配,而且自己也无法再继续上学,“我在初小的时候学习还是可以的,但上完初小,人
家就不让去了,说是成分不好,不能上学”②。因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些传统精英便

持续位于社会底层[25]。
传统精英往往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A村的宋槐、宋茂是典型的以土地起家的地

主,宋锡则是有功名的士子出身,在访谈中上了年纪的村民仍然对后者尊敬有加③。宋锡曾经担任

过共产党地下兵工厂的会计、镇长,退任后曾做过学校教师。B村的王圈家是土地所有者,王普家

则是书香门第。王普的父亲颇好读书,20世纪80年代平反冤假错案后,王普被任命为B村幼儿园

的园长。H村的孔同、孔春也因是土地所有者而被划为“上中农”。一些年纪较大的村民回忆说,
这些人祖上都比较富有:A村的宋锡家族拥有蚕场以及专属的果园、菜园,家族墓地是临近几个村

庄最为正式华美的;宋茂家则房屋较多;B村的王圈家则田地较多。

(二)“翻身”:传统精英的重新崛起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这些过去曾被定义为“阶级敌人”的传统精英在三个村庄中重新崛

起[78]。这里的“崛起”并非仅仅指政治上的“平反”,而是本文所讨论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中有

许多人仍然没有被摘除“地主、富农”的标签(例如宋茂、宋槐、王圈等并未被平反),而且村中老百姓

在与他们发生争执时,有时仍然会说他们“改不了地主、富农的本性”,但其子孙已经不再被阶级成

分所困扰,重新成为村庄的精英。
与大多数底层村民不同的是,传统精英的第二代子女重新变成乡村精英,第三代子女多数则跃

出农村成为城市居民:A村宋槐的儿子经营村中“小卖部”三十年,并逐渐壮大到垄断三个村的零

售业,三十年的经营经验使其不仅在价格、质量方面,而且在客户方面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村中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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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土改整党典型经验及其附录“人民日报相关参考资料”》,1948年4月整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电子书,http://

marxists.anu.edu.au/chinese/。
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7月27日对A村宋胜洲(宋锡的儿子)的访谈记录。
宋锡是有“字”的(字“锡侯”),传统社会中只有具有一定功名或者社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取字。



然也相继出现过几家小卖部,但最终不是难以为继,就是以倒闭而告终。宋锡之子经营农村土地耕

种生意已经三十几年,颇具经济实力,至今已经拥有三台大型拖拉机,成为资本密集型投资的大户。

B村的王氏家族借地利之便经营蔬菜生意,成为村中的蔬菜经营大户,据访谈得知年收入达10万

元。H村的孔氏家族在B村中建立电缆厂,最近以140万的价格转手。宋锡的孙辈考上大学,并
继续深造。B村王氏有两个孙辈也已经大学毕业,分别在济南和沈阳工作。H村孔氏的第三代博

士毕业后在青岛工作。
笔者去访谈一些村民的时候,他们对这一现象并不表示惊奇,有的村民甚至会哀叹自己的际

遇:“看来穷是会扎根的!”①这句形象的话语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传统精英“翻身”的事实。对多数底

层农民而言,土地改革是一次财产的再分配,尤其是被划分为贫雇农的村民,一夜之间成为具有生

产与生活资料的中等富裕农民,成为土改的最大受益者。然而,时过六十年后再观察农村的社会分

层,当年土改的最大受益群体现在仍然处在较低的社会位阶,“穷根”的诅咒远没有破除。

(三)传统精英的再生产

改革开放后国家政治氛围发生了变化,政治身份的判别功能逐步消解,这成为乡村传统精英翻

身的先决条件,即使那些未被平反的传统精英也不再被歧视。个人能力,而非政治标签成为判断村

民的主要尺度。由此,传统精英获得了“翻身”的社会空间。但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这些传统精英的

子女依赖的资源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比其他人更易于利用市场方式?

1.再生产的内部结构:文化资源的代际间“言说”
与新贵精英不同,传统精英的地位不仅源于经济资源,而且源于公权力资源与文化资源。他们

大多数人并非赤裸裸地以土地财富建构自身的社会地位,而是以土地致富,然后将积累的经济资源

供给子女接受教育,求取功名,得到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得到了权力资源,成为融知识(士)、权力

(绅)、财富(地主)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1]。这就是乡村传统精英典型的“耕读传家”模式。
经济、文化、权力资源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维持了他们的精英地位,其中经济资源与权力资源

是显性的,而文化资源是隐性的,但对文化资源的重视是传统精英的最大特征。文化资源促使他们

重新崛起,其再生产机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类似于遗传,具有“不可见性”,保证了他们后代的“翻
身”,并重新创造“可见的”经济资源。

传统精英得以“翻身”的机制是文化资源得以起作用的“言说”功能[26]。以土地资源起家,受耕

读模式的影响,因而他们十分重视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家庭教育。例如宋锡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

且对楷书颇有研究,他注重通过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去影响子女。其子回忆:“小的时候,我父亲十

分重视我们的教育,甚至亲自在家里教我们学习。我的毛笔字就是跟着我父亲学的。”②

这种潜意识的、看似不起作用的以文化资本为媒介的家庭教育,大大提升了子女的知识意识与

学习能力,使子女具有较强的接受与学习能力,且能较为敏锐地发现机遇并加以利用。宋槐的儿子

回忆道:“村里供销社要卖的时候,我就看到这里可以挣钱。”笔者追问他为什么这么判断。他说:
“这很简单啊,油盐酱醋茶,大家天天都得吃,这个生意什么时候都不会亏本。”③他看到了商机,并
适时将这个供销点买下做大,但这种头脑灵活并非生物意义上的“天生”,主要是在家庭教育中潜移

默化的影响结果,是一种家庭“遗传”。因此,文化资源的代际影响是通过家庭教育中“言说”机制起

了作用,类似儒家所说的“濡化”。“言说”可以使父辈的经验以言语或者文字的方式传递下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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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源自笔者于2012年7月28日对A村村民的访谈记录。
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8月1日对A村宋胜洲的访谈记录。
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8月1日对A村宋佐命的访谈记录。



统精英的优势在于可以凭借自己的理解,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外在的文字表达,从而对子女产生潜

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例如B村王氏的第三代就说:“我虽然考上大学,但我的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去

管教我,与此相反,他并没有给我压力,而是讲:‘用不用功学习,你自己看着办。如果学习不好,你
就像我一样,在家里下地干活,反正咱家里不缺锄头。’”①据他回忆,他父亲并没有说教般地去向他

灌输“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之类的话语,更没有动辄棍棒教育,但这种具象的适合未成年人的话语比

生硬的说理更能激发未成年人的学习动力。
与其他村民相比,传统精英可以较容易地利用“言说”机制的外在表现形式,营造家庭外在的学习

平台来增强后代的学习能力②。而乡村底层村民即使有一些经验积累,但囿于文化水平低,无法将经

验转换成恰当的言语传达给下一代,也就无法使下一代得到提升。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即使是一

小部分经验得以传承,便可产生巨大的个人绩效差异。乡村传统精英通过“言说”机制重视文化资源,
不仅使第二代子女得以“翻身”,并最终使大多数第三代子女改变农民身份,实现非农职业化。

2.再生产的外部结构:经济资源的重新获得

从村民个人的经历来旁观,这些村庄传统精英的子女头脑基本都比较灵活,善于经营。“文化

大革命”后,传统精英已近暮年,生理年龄决定了他们无法再做出一番事业。然而,他们的子女们却

能够承接“言说”的家庭文化资源,重新跨入原先父辈在乡村阶层中的位阶:有的经营乡村小商品销

售,有的因地制宜开展机械耕作,有的甚至开办工厂。他们对于非政治性的商业、经济作业较感兴

趣,且能取得较好的经济绩效。这也回应了前面Nee的研究中的特权精英式微而新兴精英利用市

场获得精英地位的分析。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就是,他们也能够吃苦,比较勤劳。访谈中,村民们对他们评价较高,他们

几乎不在村庄中的懒人行列,而被归入勤劳村民的行列。在父辈被打倒且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们

首先是靠自己的“聪明头脑”积累经济资源,这是他们与新贵精英子女的最大不同所在。在具有了

一定的经济资源之后,他们供子女上学接受教育。这些家族的大学生比例相当高,仅就A村而言,

2000年到2003年所有的大学生中,传统精英家族的后代占了50%,而且都是国家重点大学。这类

精英的再生产机制被村民所羡慕,很多村民都讲:“你看人家的孩子多有出息,不是在城里工作,就
是在上大学。”③

国家政治力量所引发的乡村权力调整在农村新贵精英的生产机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也

导致了传统精英再生产机制的中断。但传统精英通过独有的“言说”机制———家庭的日常教育,保
证了其后代学习能力的提升,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及随后大规模的市场经济背景下,重新

积累了经济资源,实现了第一代到第三代的精英再生产,实现了“翻身”,成为现代乡村精英。但与

新贵精英相比,在传统精英再生产机制中权力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弱的。乡村传统精英在经过历次

政治运动之后,对公权力具有本能的恐惧感,并对政治持拒斥态度,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政治参与意

识不高。务实态度与对政治的疏远感使他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经济领域以积累财富,投入

到文化领域以改变命运。

五、“准精英”:一种新的暴力逻辑

虽然新贵精英使根植于传统农村中的“穷根”说不再是套在底层农村村民头上的“诅咒”,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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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8月7日对王衮(B村王氏的第三代)的电话访谈记录。

B村王氏的第三代孙说:“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许多小人书,比如《西游记》、《水浒传》等等,我现在的关于中国古典文

化的储备,基本上是从小人书上得来的。”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8月7日对王乾(B村王氏的第三代)的电话访谈记录。
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8月1日对A村村民的访谈记录。



多研究认为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传统乡村的“二流子”,并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无论是新

贵精英还是传统精英,他们所依赖的经济、权力及文化资源都是被公众所认可的。但在笔者调研的

A村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了一类比较特殊的群体———“二杆子”①或者“二流子”②,他们凭借暴力以及

其他威逼利诱手段攫取资源,在乡村精英位阶上取得经济或政治地位,逐渐从乡村体制外力量转换

为乡村精英结构的一部分。在全国各地的基层选举中,以宗族为外衣的“黑恶势力”或者说“准黑恶

势力”也以此群体为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一群体逐步实现了经济富裕,成为乡村精英位阶中的“准
精英”③。

(一)“准精英”的产生

一般来讲,这类村民以使用私人暴力而出名。A村以宋奔衢与丁申贤为代表:他们身材比较

魁梧,敢于使用暴力,同时比较讲义气,能够组建围绕自己的一个小“团伙”。基于这些特质,他们虽

然不经常使用暴力,但长久所形成的威慑让村民忌惮三分。凭借这种暴力形成的“声誉”,他们能够

在许多涉及村共同体的公共项目与工程中获得利益,更有甚者能够在乡村选举中获胜。
这类“准精英”一般都与村干部维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一方面他们可以从村干部那里得到一

般村民无法知悉的信息,这些信息事关村庄公共工程项目;另一方面他们与村干部之间存在着利益

共享关系。村干部身为公共工程项目的决策者,往往无法亲自承包这些项目,若能借助“准精英”的
前台参与,则可将自身隐藏在项目背后而得以分享利益。这些村庄公共工程没有一般的村民参与,
基本上都被“准精英”所承包,而村干部则有股份在其中。A村的自来水工程、路面硬化工程、水库

整修工程、村宅基地开发工程,均由这些“准精英”承包实施。在村宅基地开发项目中,“准精英”首
先通过内部交易形式获得所有宅基地,然后通过公开竞标的形式再将这些宅基地转手卖给普通村

民,从而赚取差价④。如宋奔衢通过承包村水库整修工程,在整修完毕后将水库承包下来,使其成

为私人经营项目,开展养殖业。丁申贤则在村中经营一家餐馆,同时还非法经营砂石矿山⑤。他们

有的也会踏足村庄政治领域,其中宋奔衢经过竞选还成功连任两届村主任。

(二)“准精英”的再生产:一个尚未明晰的过程

之所以称其为“准精英”,是因为村民对他们取得精英地位的方式并不认同。当提到他们的时

候,村民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说的是那个二杆子啊!”即使他们已经很少使用直接的暴力手段

攫取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自身“漂白”,但村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认同他们。以宋奔衢为例,
他虽连任村主任,但村民在遇到需要解决的纠纷时,很少会找他作中介协调,仍然会去找村支书,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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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二杆子”是山东方言,意为不务正业、寻衅滋事的人。
许多研究人员将这类群体称为“混混”。参见黄海《“越轨”与“自洽”的乡村“混混”———以湘南 H镇的农村不良青年为实证

分析对象》,载《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9期,第19 32页;杨华《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深化理解乡村

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载《青年研究》2009年第3期,第1 9页;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之所以用这一概念界定,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机制尚不稳定,有待进一步观察,也希望有较好的概念来呈现这一群体的社会

变迁。
在这些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准精英”通过降低工程标准获取私利。例如在村庄的路面硬化工程中,他们减少硬化中的水

泥成分,增加石子的含量,从而减少支出,获取差额。这些硬化路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经开裂、破碎。村庄公共项目

的质量低劣,多是由“准精英”与村干部的分肥机制造成的。

A村多砂石山地,因为近来国家强调耕地与山林保护的重要性,所以禁止村民采挖砂石破坏环境。丁氏便钻漏洞,采取晚

上采挖砂石、白天休息的策略赚取利润。由于耕地山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加之他们的暴力特质,村民一般不去顾及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闲事”,因为他们并不是采挖自己的责任田。即使采挖到自己的责任田,村民也不是通过“举报”来解决,而
是通过私下协商的方式,让“准精英”赔钱私了。由于这些“准精英”一般出手阔绰,村民也就不再计较。



不理会他这个村主任。
基于村民的不认同,“准精英”们努力转换为为村民认同的真正“精英”。“漂白”方式有两种:一

种是政治途径,另一种是经济途径。
当问到为什么竞选村主任时,宋奔衢说的是“官言官语”,即“为村民干点事”。然而其他村民都

会这样评价:“村里那点油水都让他捞光了。”①但他们也期望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在服务村民

的过程中,取得村民对自己的良好评价,将自身非正常“起家”的历史“漂白”。自从当上村主任后,
宋奔衢一改自己的“二杆子”作风,温文尔雅地与村民交往。在每年农历大年初一会去比较重要的

村民家拜年,这在他没有担任村主任时是不曾有过的。丁氏则通过经营正规餐馆的方式,将自己非

法经营砂石得来的财富洗白。他在经营餐馆时一改原来的作风,通过公道实在的经营方式在村中

获得了一致好评②,这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村民对他的印象与评价。
由于这些“准精英”是市场经济后的第一代,其再生产机制尚未呈现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土改中出现的“二流子”攫取村级党组织的现象似乎让这一现象并不孤单,在一定程度上,前述的新

贵精英也有许多出身于此③。而陈思和、程娟娟等人通过对土地改革时期文学素材的分析揭示,革
命后的农村掌权者有许多都是“痞子”(“混进干部队伍中的坏人”),即农村的“流氓无产者”,而非典

型的“贫苦大众”[2728]。从土改中“贫农团”的材料可以发现,很多所谓的“贫农”也是传统农民界定

的“二流子”[29]。
从一定意义上讲,“准精英”的生产路径是无法复制的,因为性格与体格的遗传具有不确定

性④,并且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遵循“父死子继”,而是遵循优胜劣汰的能者继承规则,这加大

了“准精英”的后辈复制父辈的困难。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法治日渐完善,日后想凭借暴力攫取

资源获取村庄精英地位将更加困难。

六、结论与讨论

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的变迁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农村新贵精英的

崛起与传统精英的衰落。在本文所调查的案例中,农村新贵精英打破了“穷根”的诅咒,实现了生产

与再生产;传统精英则实现了“翻身”,实现了精英的代际传承与非农职业转换。正如布迪厄所说:
“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和所有的群体都以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程度来使用他们可支配的所有再生

产策略,每一个行动者或群体真正投入使用的再生产策略体系在每一个情境中都取决于他所拥有

的资本总量,尤其是取决于他的资本结构。”[30]因此,虽然多数后代成为第三代村庄精英,但新贵精

英与传统精英的再生产机制是不同的。
在本研究案例中,一个不同于其他文献的现象与机制逐步呈现出来(图1):新贵精英与传统精

英的再生产呈现出趋同化现象,即无论是以权力资源累积经济资源得以再生产,还是以自身能力积

聚经济资源实现重新精英化,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的子女都获取了精英的位阶,他们竭力使自己的

子女获得教育机会,以文化资本实现子女职业的非农化。在这一过程中,显性的经济与权力资源累

积是一方面,而隐性的“言说”机制的传承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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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源自调研者于2013年2月份寒假期间的访谈记录。
村民的结婚、庆生及孩子贺喜等宴请一般都去丁氏所经营的餐馆,生意比较兴旺。
参见《土改整党典型经验及其附录“人民日报相关参考资料”》,1948年4月整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电子书,http://

marxists.anu.edu.au/chinese/。
宋奔衢的儿子体魄还颇魁梧,然而丁申贤之子却体态纤弱,大异于其父。



图1 乡村精英再生产的机制和路线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拔,新贵精英从底层村民被录用为农村干部,成为乡村权力拥有者,
凭借乡村公共权力行使积累了经济资源。新贵精英的第二代利用丰厚的经济资源获得接受教育的

物质保障,以较高的人力资本获取经济资源。在父辈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公共职务的竞选

活动,力图维持权力资源的延续。
传统精英的第二代子女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凭借自身能力积累了经济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实现了再精英化。他们之所以能够比那些一直被“穷根”缠绕的底层村民更容易实现精英化,得
益于文化资源在传统精英再生产中的“言说”机制的作用。

案例村庄中两类精英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与公权力做出的制度性选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只不过新贵精英是积极地利用这些制度性选择,而传统精英则是借助市场经济的条件绕开了乡村

的公权力。但在第三代子女的再发展方面,他们的再生产机制却共同趋向利用文化资源①,实现非

农职业化身份。这不仅是中国农村城市化所带来的大势所趋,也是农民城市化路径的必然选择。
不过,需要保留的是,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离城市较远的大多数农村,精英结构受进城务工的人

口流出影响较为明显,这则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中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和领域。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一观察带来更为严峻的议题:中国乡村精英生产与再生产机制

会受到何种社会要素的影响? 在教育资源日益向城市倾斜的情况下,底层村民能否打破“穷根”的
诅咒,实现精英梦②? 底层村民与精英们要实现或维系精英化,是否必须依赖提升文化资源路径,
即通过接受教育提升文化资源,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并最终实现非农职业化身份? 这些都影响着中

国现代乡村的治理和国家政策的供给,需要进一步观察。

(依照学术规范,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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